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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尺度、边界和身份建构为理论视角,借鉴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探讨微生物对安全边界和

安全身份的影响,认为微生物的群内变异和群际感染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重塑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和人的

本体安全,致使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和微生物(知识)边界之间新型互构关系的生成,这三个层面的

辩证互动构成了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的根本性关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对这一动态

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再构,以便重新审视与构筑这一认知转向背景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共性,进而促

进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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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scale,
 

border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microbial
 

turn
 

as
 

theoretical
 

approach,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icrobes
 

on
 

security
 

borders
 

and
 

security
 

identities,
 

arguing
 

that
 

intra-

group
 

variation
 

and
 

inter-group
 

infection
 

of
 

microorganisms
 

have
 

to
 

some
 

extent
 

destroyed
 

and
 

reshaped
 

traditional
 

security
 

border
 

and
 

human
 

ontological
 

security,
 

which
 

lead
 

to
 

the
 

inter-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state
 

border,
 

body
 

(identity)
 

border
 

and
 

microbe
 

(knowledge)
 

border.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of
 

biosafet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crobial
 

turn.
 

This
 

dynamic
 

interaction
 

is
 

further
 

analyzed
 

and
 

reconstructed
 

viewed
 

from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n
 

order
 

to
 

reexamine
 

and
 

reconstruct
 

the
 

global
 

commonality
 

of
 

bio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ognitive
 

shift,
 

and
 

thus
 

to
 

promote
 

conceptu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optimization
 

of
 

biosecur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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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至2023年4月1日,
已有7亿多例确诊病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80
万[1],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

布,新冠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2]。虽然人

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流行病事件,如 H1N1、
非典、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等,但是从非传统安

全和生物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此次在全球暴

发的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的大流行病事件。首

先,新冠病毒所代表的微生物世界引发了全球

政治博弈与对抗。另外,大流行病此前一直被

视为公共健康领域的非传统安全事件,然而,此
次新冠疫情不仅对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产生了

重大影响,而且可能消灭一国核心人口基数,进
而影响到一国能否正常运转和生产发展。因

此,这起非传统安全事件实际上正在重塑传统

安全内涵,以及由大国关系塑造的传统国际安

全格局。
新冠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和国家的安

全,还让人们意识到世界是由人类与微生物共

同构建的。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对生存环

境的改造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和人类社会的

发展,人们将微生物视为可被利用的“工具”。
然而,新冠疫情让人们感受到,在微生物世界面

前,人类是极度脆弱的。这引发了人们的生存

焦虑及对身份的不安全感,人们不得不重新思

考人类自身定位以及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并
对人类安全进行重释。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了生物安

全战略。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生物安全建设。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明确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

道路,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3]。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加快了构建生物安全

治理法制体系的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

全法》应运而生并于2021年4月15日正式实

施[4]。但是,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

物安全建设起步晚、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不足,
具有后发国家特点,中国亟需建设一套既有自

主性、又具开放性的生物安全基础理论。
因此,发展生物安全治理及更新相关研究

理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意义。本文期望达

到以下研究目的:首先,通过对生物安全治理的

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国际政治从“生物

转向”到“微生物转向”的范式演进,阐释国际安

全与生物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其次,
通过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以及对“安全边

界”与“安全身份”建构的分析,完善生物安全治

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回归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研究视域,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证探讨,并
在此基础上优化本文的理论建构,从而发展生

物安全体系与能力的理论构建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生物安全的定义

狭义的生物安全是指对人类和动植物传染

病、实验室中的危险生物因子外泄和转基因生

物的治理。例如,“为保障一国食品供应和农业

资源免受生物恐怖主义威胁而采取的政策和措

施”[5],将生物安全局限于国家的食品供应和农

业资源。广义的生物安全是指由各类生物技术

或生物因子引发的对人类遗传、公共健康、生态

系统的生物性危害,以及使生物性危害处于相

对安全可控的状态。例如,我国学者王秉认为,
生物安全是指某一特定生物系统不受内外不利

影响的状态[6]。
此外,生物安全的部分定义含有明确的国

家观念元素,强调生物安全对维护国家安全和

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例如,《俄罗斯生物安全

法》[7]和《英国生物安全战略》[8]从国家角度界

定生物安全,认为国家是生物安全的受害者和

维护者。生物安全的另一部分定义则超越了国

家,将生物安全的关注点延伸至人类、生物和生

态系统,认为生物安全是“人类的健康、生物的

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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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状态”[9]。20世纪90年代,“人类安全”
(human

 

security)议程的出现为理解生物安全

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拓宽了传统的以国家与

战争为基点的安全概念,它强调“国家之下”和
“国家之上”的人的安全[10]。从国家中心主义

(state-centric
 

approach)到以 人 为 本(people-
centered

 

approach)的观念转变,意味着生物安

全治理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更重

要的是应对人类与自然界微生物之间的关系。
但是,由于“人类安全”不可能完全回避人的族

群属性、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因而在探讨某一

国家的生物安全治理时应当考虑“人类为谁”的
身份边界问题。

(二)国家安全与生物安全情报

生物安全情报是生物安全治理的信息基

础。关于生物安全情报的类型和来源,部分学

者认为主要分为人工情报和开源情报两类。在

处理和分析生物安全情报方面,多源情报和“数
据+技术+人工”的多维分析模式越来越受到

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提出了“三角转化模

式”[11]和“三元世界理论”[12]。在此基础上,学
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充分发挥生物安全情报的效

用以进行生物安全治理。有研究指出,生物安

全治理与核心情报流程和关键使能活动如何协

同运作以有效发挥情报作用密切相关[13]。
事实上,作为信息基础的生物安全情报,与

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其不仅是生物安全治

理工具,而且也是政治化的关涉对象。例如,美
国与北约将卫生威胁置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框架

内,以监测和评估其风险,并将健康安全情报定

义为收集与评估海外医学、生物科学和环境信

息而产生的情报类别,服务于战略规划与军事

医学规划、保护战斗部队,以及提升军事和民用

领域的医疗能力[14]。
(三)生物恐怖主义治理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生物恐怖

主义指故意释放或威胁释放生物制剂,包括病

毒、细菌、真菌或其毒素,目的是在人类、粮食作

物或牲畜中造成疾病或死亡,从而恐吓平民或

操纵政府[15]。生物恐怖袭击具有以下特点:一
是该病原体能够在低浓度下持续产生特定效

果;二是该病原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三是该病原

体能够大规模生产和运输[16];四是目标人群对

该病原体几乎没有免疫力,以及不能采取预防

或治疗措施;五是难以迅速区别生物恐怖袭击

和自然疾病爆发[17]。
生物恐怖主义的特点导致其后果是难以预

防的和不可承受的。因此,为了防御生物恐怖

袭击,已有部分国家建立了早期监测和预警机

制。例如,美国的生物监视计划(BioWatch)采
用综合症监测的方法,利用现有的实时数据对

潜在的生物恐怖袭击进行即时分析[18]。然而,
部分学者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建立早期监测预警

系统,而是对当下事件的鉴别[19],因而任何一

次疾病爆发都应当作为潜在的生物恐怖袭击进

行评估,而且防御生物恐怖主义应当增强地方

和国家层次的能力,尤其是加强公共健康体系

建设的能力[20]。
(四)安全化线索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包含三个要素:
存在性威胁、言语行为和主体间性。安全化的

行为主体将某一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利用其

拥有的话语权力将这一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框架,政府据此采取非常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并
力图使“听众”接受[21]。在某些情况下,生物安

全问题被塑造为一种政治化与社会性的存在威

胁。这一安全化行为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效

果:合理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合理安全化是

指根据实际需要成功将某一问题安全化,使这

一问题得到各方重视和有效应对[21],这方面的

典型案例是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安全化,标志

性事件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成立,以及柬

埔寨对国内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22]。过度安

全化是指别有用心或不恰当地提高某些问题的

安全级别,这可能引发权力滥用和资源浪费,甚
至陷入安全困境并走向安全的反面[21]。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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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部分是由生物安全话语

催生的对外战争。
通过梳理生物安全治理的国内外研究成

果,本文发现现有研究存在层次或尺度缺失:缺
少从微生物转向视角对生物安全治理进行反思

性探究,进而缺少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去重构

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生物安全治理认识论框

架,并在此重构过程中不断深化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生物安全哲学基础。国际政治领域的微生

物转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微生物世界正在对

“安全边界”和人的“安全身份”进行重塑,而这

一重塑过程有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生物安全

治理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以
应对此挑战。

  三、理论框架

(一)微生物转向

二战之后,许多公共健康机构认为人类与

微生物处于休战状态,人类能够控制甚至消除

传染病[23]。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新的疾病不

断出现,旧的疾病以更强的形式重新出现。这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大流行病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
在自然科学领域,微生物研究正在经历概

念性革命[23]。生物学家正在探索人类与微生

物在相互依存中的共同进化问题,有学者认为,
作为微生物宿主的人的身体和生命力为微生物

提供了空间和动力。而且,由于微生物突变深

刻影响了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社会科学领域

也开始关注微生物层次。2014年,人类学家

Heather
 

Paxson和 Stefan
 

Helmreich提 出 了

“微生物转向”(microbial
 

turn)[24]这一概念。
微生物转向标志着一个新的自然模式的出现:
在低于人类日常感知的精微尺度上,有大量的

有机体涌现并运作,它们独立于其他生命形式

的同时又与之互嵌共构。微生物转向同时蕴含

着科学和政治内涵:既要允许微生物繁衍,又要

保证作为宿主与“消费者”的人类的安全[25]。

微生物转向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我”
(self)的概念,即人类是与微生物同一等级的共

构生命体,在对两者进行平层化定位后,“智人”
(Homo

 

sapiens)①被重释为“微人”(Homo
 

mi-
crobis)[26]。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和安全研

究也正在经历微生物转向,并且从国际政治微

生物转向的视角研究生物安全治理是有必要

的。一方面,新冠疫情是微生物世界向人类反

击的历史性事件,它加剧了全球政治对抗与安

全退化,典型表现是美国将新冠疫情政治化,作
为全球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微生物在影响

国际政治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国

际政治的视角。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深入

发展和微生物的特性,微生物能够借助人和物

的流动,隐蔽而迅速地跨越“为了安全而确立”
的边界,它不仅打破了地理意义上的安全边界,
还重塑了知识和身份等观念的边界。因此,本
文引入“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两个概念,旨
在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和安全研究的微生物

转向。
微生物的流动性是对传统“安全边界”的僭

越。美国“9·11”事件和“炭疽邮件”事件表明,
即使是小规模的攻击,它所产生的涟漪效应超

出了任何一个特定地区的界限。同样,微生物

已经超越了地理界限,影响到其他多个领域,如
国家、社会、科学、知识、人的身体与身份等。本

文将生物安全涉及的不同领域所构成的交界面

称为“安全边界”,在不同的特定情况中,生物安

全会在不同领域之间转换并重塑安全边界。人

的身份也是一种边界,身份能够区分自我与他

者,通过划定界限来确定和维护该身份所代表

的安全范围。本文提出的“安全身份”是指“我”
作为物种族群中的一员,通过区分自我和他者、
经过长期形成的、在人类社会中达成群体共识

的,并且习以为常的身份认知,从而为自我提供

安全感。
本文将先从本体安全的角度,深化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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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认识,再通过对边界与身份的分析,阐释

微生物转向的理论内涵,从而构建本文的理论

框架。
(二)本体安全

本体安全是一个与微生物转向息息相关的

背景概念,也是构成安全身份的重要因素。本

体安全是指人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有
生命 力 的、完 整 的、在 时 间 意 义 上 连 续 的

人[27](P41)。本体安全源于人们能够依赖某种社

会规范和可预测性,这些社会规范和可预测性

使得日常生活自然和正常,它掩盖了我们自身、
他人和物质世界的问题并使之理所当然,以便

人们 能 够 进 行 日 常 活 动,并 从 中 获 得 安 全

感[28]。缺乏本体安全意味着个体将不断受到

日常生活的威胁,它们可能来自社会、伦理、精
神和生物,进而丧失自我能动性,产生害怕、焦
虑和恐惧[27](P42)。由于潜在行为者(包括病毒、
生物恐怖分子等)的意图和能力对于人们来说

都是未知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既无法预

测和控制微生物威胁的出现,也无法时刻预防

和控制自身不与之接触,因而人们的恐惧感会

增强。因此,从本体安全角度来看,微生物威胁

是一种能够激发人们恐惧感的风险,人的恐惧

感与实际威胁可能不成比例,甚至可能独立于

实际威胁而存在。
微生物转向对本体安全的破坏有两个方

面,本文概括为内外两层“异化”。一是内在异

化。病毒存活依靠人体和人的生命力,同时又

试图破坏和统治人的身体系统,导致其宿主成

为隔离和治疗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他者。另

外,病毒能够僭越人的身体边界,在人际、人畜

甚至非生物体间流动。因此,这一异化过程表

现为:病毒寄养于人,但异于人、重构人。一些

社会科学学者认为,微生物的“入侵”促使人们

重新思考“自我”(self)概念,提出将“智人”
(Homo

 

sapiens)这 一 物 种 名 称 改 为“微 人”
(Homo

 

microbis)[26]。“微人”不再仅仅将人类

视为动物界中的智人种这一生物分类学的最小

单位,而是从更加精微的微生物尺度去思考人

类归属。从“人类”到“微人”的转变意味着学界

开始反思人类自身定位以及人微关系,并将人

类视为与微生物同一等级的共构生命体。二是

外在异化。一方面,微生物突变僭越了社会尺

度,打破了日常场景的规律和意义。例如,新冠

疫情期间,建立隔离点等防控措施改变了日常

空间的原有用途,人们外出的次数、时间和路线

受到严格管控,这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

被带入到一个陌生场景之中,并开始适应疫情

常态化之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微生物突变僭

越了地理尺度。新冠病毒不仅能够跨越身体边

界,实现人传人,还能够跨越国界等地理空间,
造成全球疫情暴发。

尽管微生物的群内变异和群际感染在一定

程度上促发了人所固有的恐惧感,但是本体安

全结构在受到冲击之后能够调适和演化[29]。
结合微生物的安全化实践,可以看到,虽然微生

物对“人类”的“入侵”让人类感到恐惧,但是人

们正在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在进行生物安全治

理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处理人微关系,这体现

了本体安全的适应性,也意味着在微生物转向

背景下,积极重建本体安全和重塑安全身份是

可能的。
(三)安全边界

安全边界是指由生物安全涉及的不同领域

所构成的交界面。本文通过分析国家边界、身
体(身份)边界、微生物(知识)边界三者之间的

互构,并观察微生物转向对安全边界及其相互

关系的影响,从而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

1.微生物(知识)与身体(身份)边界的互构

在微生物(知识)与人的身体(身份)边界方

面,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微生物可能会危害人

体,引发双方的对抗与斗争,但是,从生物进化

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微生物与人体其实一

直处于互嵌共构的状态。
在微生物(知识)和人的身体(身份)边界方

面,知识的两用性与身份的双重性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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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人和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微生物(知识)
与身份边界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微生物(知识)
固有的两用性可能打破健康“安全”与疾病“威
胁”的对立,科学家身份潜在的双重性可能打破

专业身份(科研人员)和政治身份(生物恐怖分

子)的边界,而国家监管下沉则可能打破传统意

义上的政治权力领域与科学专业领域的边界。
科学家身份的双重性,是指生命科学研究

者一方面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能够促进科

技进步、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另一方面,科学

家借助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本、职务便利和生物

制剂,开展生物恐怖主义活动,对他人、社会和

国家的安全造成难以预测的危害。关于2001
年的美国“炭疽邮件”事件,联邦调查局的大量

证据表明罪魁祸首就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的科学家布鲁斯·艾文斯(Bruce
 

Ivins)。
知识的两用性是指同样的技术既可以合法

用于改善人类生活,又可以被滥用于生物恐怖

主义[30]。2011年9月,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

病毒学家 Ron
 

Fouchier及其研究团队成功将

H5N1禽流感病毒转化为可在人类中传播的气

溶胶,这引发了美国公众的担忧。值得注意的

是,H5N1案例并不是科学家个人运用微生物

材料或知识蓄意制造安全威胁的案例,而是威

胁本就存在于科学研究之中———“好的科学”直
接创造出了具有潜在危害的产品,给公共健康

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31]。但是,如果不

对 H5N1禽流感病毒进行研究,从长远来看,也
可能给公共卫生带来潜在危害。可见,知识的

两用性模糊了健康“安全”与疾病“威胁”之间的

界限,而如何应对这种模糊性,即如何衡量两用

性研究的风险和收益,则涉及国家边界。

2.国家边界与身体(身份)边界的互构

国家边界的内涵不仅包括领土意义上地理

边界,还包含国家对边界内部事务所具有的主

权。身体(身份)边界是指人体与人体之间的物

理边界,以及国籍、种族和文化等类属边界。身

体边界是物理意义上人的边界,而身份边界则

涉及人的心理层面。在国家边界和身份边界方

面,国家的社会管理对公民身份具有建构作用,
但是难以管控人们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模糊

性。因此,身份的双重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挑

战国家边界和主权,如美国“炭疽邮件”事件中

科学家与生物恐怖分子的身份转变。
基于对国家边界和身体边界的传统理解,

传染病往往被视为一种外源性威胁。国家依据

过往流行病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和感染途径

等信息,进行疾病预测、资源分配和人口管控。
例如,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中的“行程码”和“健康

码”
 

会显示健康状况、近期所到地区和疫苗接

种情况,它们实际上变成了人们的健康证明和

通行证,国家能够以此辨别健康人体和非健康

人体,并对两者进行流动控制与医学监管,构成

一种由
 

“生命政治”(bio-politics)向“生命地缘”
(bio-geopolitics)意义上的治理复合型演化,其
本质是在流动不居的多重元素之中,建立一种

稳定性的安全边界,从而把病原体排除在安全

边界以外,并确保安全边界内的健康人体免受

病原体威胁。
可见,国家能够基于主权,通过地理限制,

对作为微生物载体的人体进行管控,此时,人被

简化为仅处于生物阀值状态的生命或人体,而
国家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表现为:在何种程度

上可以控制“不受欢迎”事物(包括病原体和携

带病原体的人体)的流动性[32]。但是,治理效

果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对流动性的管控程度,
且国家建立安全边界对人体进行管控的单一举

措并非一劳永逸,这是因为微生物突变已经介

入和打破了国家边界和身体边界的传统关系,
并推动两者的互构。

从国家边界来看,首先,国家依据主权所建

立的安全边界,本质上并不是安全与不安全实

体的简单隔离线,而是接触点:一方面,疾病的

不可预测性和激变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安全

边界的地理分布;另一方面,边界的渗透性是生

命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边界有助于管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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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但不能彻底阻断微生物“越界”。其次,安
全边界无法预测和改变内源性疾病威胁。病原

体可能通过内部互动产生内源性危机,这一方

面的典型案例是英国的口蹄疫事件。在口蹄疫

爆发之前,英国的预防措施已经非常完备,包括

边境管控、贸易限制和农业法规等。然而,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土地所有权、市
场流程和屠宰场运营等因素发生了变化,英国

的牲畜流动量迅速增加,造成了
 

2001
 

年口蹄疫

的迅速传播[33]。又如,尽管新冠疫情暴发期各

国基本实现了对其的常规管控,但是在各国建

立的安全边界之内,病毒自身也在不断进化,还
会逐步突破安全边界和疫苗所建立的人体免疫

屏障。
从身体边界来看,微生物的兴起使生命在

分子层次被塑造和重新塑造[34]。因此,生物安

全治理需要兼顾以人体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即
通过安全边界管控人体)和以分子为中心的治

理方式(即微生物是直接治理对象,如疫苗研发

和接种)。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认为,我们需

要从地理学上的“边界”(borderline)概念脱离

出来,建立拓 扑 空 间 想 象,并 提 出 了“边 域”
(borderland)的概念[25]。疾病拓扑学和“边域”
概念启示我们,生物安全不仅关乎病原体的存

在和距离,更重要的是微生物、环境、宿主、知识

与情报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在传染病治理层

面,主权边界的逻辑可以服务于对身体边界的

管控,但同时应当从微生物关系的复杂环境入

手,将病原体的演化逻辑、人的社会属性等复杂

因素纳入考量,努力建立良性的人微关系,这一

良性的人微关系寻求疾病的“缺席”,而非彻底

的消除,寻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

3.国家边界与微生物(知识)边界的互构

一方面,微生物(知识)可能对国家边界造

成安全威胁。病原体能够摆脱地理尺度和社会

尺度的束缚,引发大流行病,而具有两用性的微

生物(知识)可能被用于细菌战、研发生物武器

和开展生物恐怖主义活动等。因此,无论是微

生物本身,还是其相关知识的滥用,都可能对国

家的边界控制与内部治理造成不同程度的挑战

或危害。另一方面,国家监管下沉可能打破传

统意义上的政治权力领域与科学专业领域的边

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甚至可能给微生物世

界带来安全威胁———国家可能通过主权和国家

意志,人为干预微生物世界,试图利用和改变微

生物世界的规律来制造微生物突变,并以细菌

和病毒等微生物为载体拓展国家权力。例如,
个别国家在其境内外开展大量不透明、不安全、
不合法的生物军事活动,把许多国家的生物研

制资源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35]。
本文以尺度、边界和身份建构为理论视角,

依据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探讨了微生物对

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的影响,即国家边界、身体

(身份)边界和微生物(知识)边界之间产生了互

构,形成了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互动关系。如

图1所示,国家能够管理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份

具有双重性,因而可能挑战国家边界;身体(身
份)与微生物(知识)处于一种长期的、超越二元

对立的互构关系;国家边界与微生物(知识)可
能互相构成安全威胁。

管
理
与
挑
战 安

全
威
胁

国家边界

互嵌共构
身体（身份）边界 微生物（知识）边界

图1 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与

微生物(知识)边界的关系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

治理

  生物安全建设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
它对于我国安全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
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
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

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36]因此,有必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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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在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引导下开展生物安全治理。
(一)价值基础

生物安全治理是一国安全观的具体运用和

外在表现,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深刻

的政治基础、文化背景和实践机制,这奠定了我

国生物安全治理的价值基础。

1.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生物安全治理的“再

伦理化”

20世纪90年代,“人类安全”(human
 

secu-
rity)议题的出现拓宽了传统的以国家与战争为

基点的安全概念,强调人的安全[10],实现了生

物安全治理的伦理化,它赋予每个人以共同的

内在价值,排除了国籍、性别等身份差异,将个

体预设为一个稳定的、自主的和理性的人,使其

通过自身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fully
 

human)。尽管如此,“人类安全”具有不可避免

的伦理局限。首先,“人类安全”无法回应现实

中人们的族群属性、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即从

根本上无法回应“人类为谁”的身份边界问题。
其次,“人类”的建构具有排他性,与“完整的人”
相对的是“不完整的人”(less-than

 

human),两
者的区别在于能力,且这种能力差异与道德相

关[37],因而是否属于“人类安全”中的“人类”需
要经过特定群体的价值判断[38]。

本文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

安全治理,其伦理基础是人民安全。总体国家

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它吸收了人类安全

的理论因子,但并不以原子化的分散个体作为

安全关涉的基础,而是从人民、国家与微生物的

关系视角,强调安全叠合体的辩证统一性[10],
由此实现了从国家安全到人类安全再到人民安

全的“再伦理化”过程,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

生物安全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人”
具有某种特定类属,因此,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

需要围绕着人民的身体(身份)安全来平衡三者

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疫情防控主要介于两

种“边界强关联”之间,即“国家边界与个体的身

体边界形成强关联”和“国家边界与微生物边界

形成强关联”之间,主要表现为小范围、短时间

和高强度的“游击化”封闭管控,以及疫苗研发

和超大规模接种等。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

理范式具有后自由主义偏好,这种治理思路的

差异主要源于双方价值基础的不同。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模式背后蕴含着自由主义逻辑,它将

人视为抽象的、理性的、个体的人,重视个人主

义价值观。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主

义功利角度出发,认为通过消耗弱势生命群体

获得群体免疫的成本可能比国家干预的成本更

低。例如,意大利2020年因新冠疫情节省约

11亿欧元的养老金支出,这是因为在新冠疫

情期间 死 亡 人 口 中,65岁 及 以 上 的 人 口 占

96.3%[39]。
然而,我国并不具有亦不完全认同类似的

自由主义传统。这也不是对人的个体性、自主

性、独立性与理性的否定,而是意味着兼顾各个

阶层与地区的社会性共生。在生物安全治理过

程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性具体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

理念,把维护人民安全作为生物安全治理的基

本逻辑和最终目的[40];二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

体性地位,构筑人民参与生物安全治理的制度

设计[38];三是将服务人民作为生物安全治理的

落脚点,在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尊重和保障人

民的生存权、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基本权利。由

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性对生物安全的伦

理基础进行了再构,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

物安全观,党的领导与人民的身体(身份)边界

之间构建出互惠互建、和合认同的关系。

2.相对安全原则:从一般相对到优态相对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敌我二元对立的绝对

安全观,它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本文并不支持

“共生论”等一般意义上的相对安全,而是认为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相对安全指的是一

种优态相对的关系。例如,我国采取“动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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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新冠疫情防控总方针,即对传染源进行有

效识别和管理,有效阻断传播链,不让疫情造成

持续性社区传播和规模性反弹,这样的生物安

全治理本质上是保持人类优态下的安全、人民

优势下的共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安全。
我国学者余潇枫提出,相对安全原则指导

下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摒弃安全与威胁二元对

立或敌我二元区分的思维,采用“非传统战争”
(occupation

 

but
 

not
 

war)的非传统安全思维[41]

来思考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
面对微生物突变引发的“非传统战争”,人微关

系是建立在人类相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和合理

性”。国家在生物安全治理过程中则需要尊重、
促成和维护“以人为本、相对优态”的良性人微

关系,并保持国家与微生物(知识)之间的边界,
防止国家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陷入对一切有

害微生物的过度安全化反应,从而形成国家、微
生物与相关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

3.兼顾原则:有机整合安全要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兼顾原则是指在实现国

家安全的过程中,统筹和平衡不同安全领域的

需求、长期和短期的安全利益,以及与其他价值

之间的关系。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

生物安全治理需要有机整合三个安全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
除了需要依据相对安全原则维系人民、国

家与微生物之间的良性关系之外,还需要注意

以下两点:一是人民安全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即人民的身份安全和个人的身体安全。这意味

着,国家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同时,还应

当尽量关注人民的身份安全,包括人的自我认

知、日常关系、群体认同与社会身份,以及对生

活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心理需求等,进而降

低恐惧风险,并维护人的自我完整性和自叙连

贯性。国家还需要正确认识国家与微生物之间

的关系,为人们重建本体安全和重塑安全身份

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视

域下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兼顾对不同对象与不

同尺度的治理。尽管人作为病原体的载体,可
能造成疾病的传播,但是真正的致病物质是病

原体,而非人体。因此,国家在对人进行管控的

同时,有必要兼顾宏观的群体治理和针对微生

物特征的微观精微治理[42]。疫情期间,我国的

生物安全治理是一种为了维护相对安全的动态

治理,部分体现了生物安全治理的兼顾性和相

对性,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人民安全。
(二)政党变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物安全治理的

另一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和以

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共同的

价值基础和奋斗目标,并且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生物安全治理的领导是寻求政治安全、维护国

家安全、最终实现人民安全的重要保障,这在我

国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中国:党的领导

在紧急状况下,面对多种价值之间的冲突

和张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人
民性决定了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资源分配和社

会利益格局,这集中表现为我国一直实施无差

别化救治,② 并由国家承担 治 疗 费 用 和 疫 苗

费用。
在实践机制方面,中国共产党首先对中央-

地方、
 

政府-市场-社会,以及政府各部门进

行了整合,形成了全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强大合

力[43]。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非常规动态决

策[43]灵活应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例如,在
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党中央紧急关闭离汉通道

的重大决定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而当全国各

省(区、市)陆续实现新冠病毒零新增时,党中央

将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③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统筹推进

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

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另外,我国的党政体制

是富有弹性的组织架构[43],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进行基层治理和社区网格化防控管理体系在我

国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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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别从人员队伍拓展和工作体系延伸两个方

面层层落实了党中央的疫情防控政策。
目前,我国在探索本土化抗疫路径和疫情

治理上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依然面临极其

复杂的治理挑战,但是我国已进入到疫情防控

常态化和风险可控化阶段,为进一步创新与改

革生物安全治理创造了条件。

2.美国:市场主导

尽管我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宝

贵时间和经验,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应

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却陷入了社会失序与疫情

失控的治理困境。以美国为例,美国实行中央

与地方分权型的政治体制,因而在抗击新冠疫

情方面,国家难以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难以凝

聚共识和整合资源,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各自为政、推诿责任的现象[44]。同时,美
国政党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将疫情作为

政党斗争的工具,导致国会决策效率低下,甚至

陷入僵局,导致美国疫情形势一再恶化。另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市场联系密切,其政府和

政党离不开财团的支持,因而必须关照财团的

利益诉求,导致美国不太可能实行开支巨大且

无利可图的疫情防控政策。
通过对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击新冠

疫情的形势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生物安

全治理方面,我国的党政体制符合我国国情,虽
然面临愈发复杂的现实挑战,但依然具有独特

的制度韧性、适用性与优越性。因此,在总体国

家安全观视域下,政党的角色甚至比国家的意

义更加显著,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物安全

问题则主要由市场或社会主导。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的生物安

全治理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
一是生物安全以人民安全为核心价值,旨在维

护最大多数人的身体和身份安全;二是我国生

物安全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图

2所示,本文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本文理论

分析框架进行了优化,并尝试拓展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生物安全理论建构。

互
惠
互
建

和
合
认
同

积
极
介
入

良
性
互
构

党的领导

以人为本

相对状态
人民的身份边界
个人的身体边界 微生物（知识）边界

图2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边界、身体(身份)

边界与微生物(知识)边界的关系

  五、结语

在探究人类世界与微生物世界的辩证关系

基础上,本文试图建构生物治理的中和理念。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框架与指导原则下,生
物安全治理的思想基础与路径选择必须超越人

类中心主义,并将微生物等多元万物纳入思考

的范畴。在微生物转向的理论启示下,本文探

究了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与微生物(知
识)边界三种互动关系,三种关系的良性平衡一

旦被打破,形成长期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就可

能造成微生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相互破坏。这

一破坏关系的潜在性威胁是生物治理的根本关

切对象。
因此,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

方式和治理模式,以应对此挑战。本文提出了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这一生物安全核心关切的理

论意义,试图进一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

物哲学基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国际政

治中“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以期重新审视

与构筑这一认知转向背景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

理共性,进而促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理念创

新与实践优化。

[注释]
① 智人(Homo

 

sapiens),是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形态特

征比直立人更为进步,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

期智人过去曾叫古人,生活在距今25万-4万年前;晚

期智人(新人)是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大约从距今四五

921

2023年第3期 刘天阳,等: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生物安全治理



万年前开始出现。

② 无差别治疗意味着在短期内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

不惜成本和代价救治病患、挽救生命,不论病人的年龄、

性别、民族、经济状况。

③ 外防输入:一是强调入境人员的隔离观察,以便及时发现

境外进入的感染者;二是强调涉及境外冷链或货物运输

的人每日监测,及时发现“物传人”后继发的“人传人”。

内防反弹:一是要加强新冠疫情地区的人员流动控制,严

防感染者流出,将新冠疫情带入非疫情地区,造成新的疫

情;二是加强门诊就诊者监测,对发热、咳嗽等疑似新冠

病毒感染者,进行核酸检测;三是出现咽喉红肿或疼痛、

咳嗽等症状的人,可以用抗原筛查方法进行自我检测,如

果发现阳性,要及时向 当 地 防 疫 部 门 报 告,以 便 妥 善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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